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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必修课”，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机理尚不明确。研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和动态能力理

论，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融合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的影响要素，对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进行了探索。结

果表明，科技型企业一般数字化转型包括企业感知主动转型和市场推动被动转型两种模式。数字化转型特征存在产权性

质的异质性，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典型的市场主导特征，为适应市场而选择转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经济和

社会双重属性，具有技术引领特征；外资企业基于全球视野和国际信息优势，对数字化转型进行超前布局。基于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模式、特征和路径的异质性分析，研究总结出六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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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①，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中国”建设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统筹部署数字中国建设，全面开启了数

字中国建设新征程②。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当前一项关键的战略要务（Fitzgerald et al, 2014; Svahn et al,

2017；倪克金等，2021；周青等，2020），并将探索与开发数字化转型路径，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企业

数字化转型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实现产品、服务、组织等方面的优化和变革（Fitzgerald

et al, 2014; Singh et al, 2017）。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引入数字技术和设备（周青等，2020），而且需要依托一系

列相互依赖的战略决策，实现数字技术和传统应用场景的整合（Aspara et al, 2013; Velu et al, 2013; Warner et al,

2019; Hanelt et al, 2021）。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自身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且

各种影响因素之间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已有研究从推拉理论（祝合良等，2021）、数字化

解决方案、数字生态系统（Hanelt et al, 2021）等视角探索数字化转型模式和路径。综合已有研究来看，经典的动

态能力理论框架很好地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资源的整合与战略的重构（陈冬梅等，2020），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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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例如，Warner等（2019）在研究中强调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更新

过程，需要构建动态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Karimi等（2015）的研究聚焦于新闻产业这一特定领域，

通过因子分析确定了关键的动态能力因素，如创新、学习能力和敏捷性，这些因素能够帮助企业适应数字化变

革，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Teece（2007）在其 1997年的奠定性研究基础上，强调了动态能力不同组成部分的特征差异。在动态能力的

能力三个维度中感知阶段具有外部特征，包括感知、检测、识别、过滤和校准市场机会等机制，而在整合和重构

阶段具有内部特征，通过公司内部结构、程序、设计和激励来利用机会（Liao et al, 2009）。Chang等（2023）在此

基础上对内部重构部分进行丰富，但是相关阐述对企业如何感知外部环境，感知哪些方面的外部事件等内容较

为模糊，导致动态能力对于快速变化的具体情境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Eisenhardt, 2000）。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

型中，有必要引入外部环境来综合分析数字化转型路径。从外部环境来看，外部关键性事件是企业感知和分析

外部环境的重要抓手，不仅仅是影响企业决策的情境因素（Ghosh et al, 2022），更影响企业长期战略决策

（Morgeson et al, 2015; Johns, 2017），进而与企业动态能力的共同作用下，改变企业创新行为和战略选择。将内

部动态能力与外部事件冲击的影响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这种融合能够揭示

企业是如何通过内部资源整合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从而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科技型企业

是技术驱动型创业主体，相对于其他企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王朋举等, 2023），也使其具有更强的数字化转型

意愿。同时，由于科技型企业的高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其数字化转型路径也可能存在特殊性。

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科技型企业如何在动态能力与外部事件冲击互相作用下，实现数字化转

型，典型转型路径有哪些，不同产权性质的科技型企业的转型路径是否存在差异？为探讨上述问题，本研究将

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能力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进行分析，并根据企业产权性

质，探讨了各类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特征和路径。

本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第一，结合事件系统理论与动态能力理

论，深化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机制。动态能力强调企业对外部感知到组织重构的过程，而企业如何感知外部环

境方面，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通过结合事件系统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将外部冲击变化划分为技术、市场和

政策三个维度，进而将企业感知环境进行具体化，拓展了传统基于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的研究。第

二，基于 fsQCA方法，对数字化转型路径进行分析，系统呈现了外部冲击和内部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机

制和互动关系。传统的线性二元或多元变量关系的分析方法难以解读要素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Miller,

1986），组态视角在分析复杂的要素关系上表现出独特优势（Fiss, 2011）。本研究利用集合关系和布尔运算，从

分析案例中得到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系统呈现了外部事件冲击和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机制

和互动关系。第三，企业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和决策方式，本研究基于不同产权性

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异质性分析，深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凝练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异质性特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1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兴的战略选择，也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竞争优势的来源。借鉴

Fitzgerald等（2014）的观点，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利用新的数字技术（社交媒体、移动、分析或者嵌入式

设备）实现重大业务改进，例如增强客户体验、简化运营或创建新的业务模式”。基于Nambisan等（2019）在Re-

search Policy主编的数字化转型特刊，以及 Journal of innovation 2021年的特刊，相关文献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

研究方法，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变革和产业变革（余江等, 2015）、大数据以及企业买卖行为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Bresciani et al, 2021; 孙国强等, 2021）。但是，在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模式和路径

并不清晰（祝合良等, 2021; 王永贵等，2021），特别是对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制度和认知等方面的变化关注不

够（Lyytinen et al, 2003）。

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复杂而多面，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刘洋等, 2020）。在内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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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企业基础设施、动态能力水平（Warner et al, 2019），以及数字首席官岗位的设置等因素在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实施中扮演关键角色（Singh et al, 2017）。外部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包括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市场竞争的变

化以及政策制度的调整（Verhoef et al, 2021; 王玉荣等, 2022）。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内外因素

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内外融合的分析框架（王玉荣等, 2022）。这一框架从企业内部的动态

能力到外部环境的事件冲击，旨在提供对数字化转型复杂关系的深入理解。采用这一理论框架，企业能够更有

效地整合资源，构建自身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外界的变化，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成功（Warner et al, 2019）。在

这个复杂而纷繁的内外因素网络中，企业需要审慎考虑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制定相应的战略应对计划。通过深

入研究和理论分析，期望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内外部复杂关系，为企业在这一重要转型中提供更为

准确和实用的指导。

1.1 外部因素：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分析

事件系统理论为外部环境因素提供理论基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通过事件冲击条件来考虑外部因

素。企业必须从外部冲击因素寻找潜在的机会窗口，并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与前沿技

术、市场环境和政府行为相关的冲击事件（Lee et al, 2017; 王玉荣等, 2022）。

1.1.1 技术事件

技术事件冲击是指对科技型企业内部技术环境具有影响的各类事件，其中包括企业内外部的技术变革、技

术人员的岗位变动以及技术研发合作项目等（Morgeson et al, 2015）。技术事件冲击反映了企业内外部技术发

生重大变革以后，对企业战略定位和方向的影响。技术的升级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颠覆传统业务流程，重塑

企业边界，破坏性冲击企业固有盈利模式（许恒等, 2020）。Dutra等（2018）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分析新技术的扩

散对商业模式造成颠覆性影响，研究发现新技术的扩散将产生新法规和标准，进而引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商

业模式的产生。数字技术的重复编码性、数据同质化和自生成性（Yoo, 2010），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知识

的升级和变革，赋予企业应对多变环境的动态能力和全新战略方式（Yoo, 2010），已经突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

供需平衡视角（王君斌等，2010）。因此，技术事件冲击可以增强科技型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形式、增加新

功能（Yoo, 2010 ; Warner et al, 2019），为了避免企业技术刚性，促使企业布局数字化转型战略。

1.1.2 市场事件

市场事件是指市场对科技型企业产品需求或企业研发资源的获得造成影响的各类重大事件的总称，技术

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商业模式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的期望和行为，并颠覆了众多市场（Verhoef et al,

2021）。Eisenhardt（2000）认为“市场动荡性”是企业战略考虑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强调市场事件的出现对企业外

部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高市场动荡性特征会激励企业能够创造新的战略。杨智峰等（2016）发现技术的进

步带动工业升级，呈现活跃的市场博弈行为。当前，科技型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以十年前无法实现的速度响

应技术与环境变化，比十年前更低的成本扩大其运营规模，甚至改变其商业模式（Warner et al, 2019）。数字技术

冲击会引发企业内外部的市场环境的明显变化，许恒等（2020）基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博弈模型，发现在数

字经济进入市场的初期，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数字化转型升级，进而提升社会

总福利。当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不断增加的状况下，市场事件冲击是影响科技型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变量（许恒等，2020）。

1.1.3 政策事件

政策事件冲击是指政府通过产业或某一类企业出台的支持性或限制性政策，对科技型企业现有产品、渠道

和市场结构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政策事件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抓手，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益和社

会福利最大化的发展目标。政府可以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通过实施"竞合型"政策建立短期竞争缓冲机制，

适度强化技术和市场正溢出效应（许恒等, 2020）。通过制定制度规范，组织将主动地采取对应的战略，从而获

得、保持和重塑组织合法性（Meyer et al, 1977）。曾萍等（2014）基于智能制造商业模式的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是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随着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技术深度融合，政府逐渐发挥更多宏

观调控作用。当数字产业或数字变革受阻时，政府推出支持政策以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余江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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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等, 2020）；而当传统经济发展受到过度冲击时，政府将推出竞争性政策维护传统经济的稳定，维护组织和

消费者利益，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许恒等, 2020）。

1.2 内部因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分析

Teece（2014）强调，普通能力可以保证企业日常正常运营，例如会计、人力资源管理、销售等非持久的竞争优

势。而动态能力决定组织的竞争优势，是体现与竞争者差距的方面。Warner等（2019）认为动态能力理论是分

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合适的理论视角，因为“普通能力是正确地做事情，动态能力是做正确的事情”（Teece et al,

2016）。当前，企业需要调动其动态能力，以便快速创建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从而在新兴的数字经济中保持

领先地位（Teece et al, 2017）。数字化转型过程需要调用一系列的动态能力（Aspara et al, 2013 , Velu et al, 2013,

Warner et al, 2019），具体包括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和重构能力。

1.2.1 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指企业扫描、创造、学习和解释新的机会和威胁的能力，企业的感知能力有助于企业获得生态系

统内的各种变化信息（Teece, 2007）。在组织内部，低级别员工通常感知到产品和服务等具体业务内容的变化趋

势，而高层管理人员更倾向感知到市场和政策变化趋势，从而进行企业战略的决策（Teece et al, 2017）。在数智

时代，科技型企业感知能力体现在预测最新数字化转型趋势方面（Fitzgerald et al, 2014; Matt et al, 2015）。因为

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战略变革，数字技术的再编码性和自生成性加速了变革的速度，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波动、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科技型企业感知能力要求更高（Matt et al, 2015）。但是，Yoo（2010）研究指出，数字技术的

自生成性将产生超出原始设计意图的数字创新，当竞争对手、消费者、用户、供应商都尝试进行数字化升级，则

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感知能力的要求。因此，创新生态系统的参与者都倾向于追求最优的策略，出于生态参

与者之间的竞合关系，企业将不得不进行数字化转型（Teece et al, 2017）。

1.2.2 整合能力

整合能力是动态能力中偏重实际操作的能力，指企业通过使用快速设计和调配企业资源，从而有效平衡风

险和回报，支持企业完成新的行动和战略目标。Teece（2007）指出，即使企业感知到机会，企业也可能不会投资

这个机会，因为路径依赖和组织刚性限制企业做出承担风险的决定。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管理者倾向于利用

先前的经验，偏爱他们熟悉的战略选择（Laudien et al, 2016），只有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组织才会选择利用潜在

机会。Warner等（2019）研究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构建新的数字整合能力，具体表现在降低资产

专用性（脱钩）、降低中介机构的重要性（去中介化）、提高自主创新产出（生成性）三个方面，本质上是企业对数

字需求的敏捷响应能力（Autio et al, 2018）。Teece等（2017）灵活的采购安排、建立组织松弛和采用开放式创新

流程是保持和增强敏捷性的方法。因此数字化转型中的整合能力需要自上而下地拓展到具体的项目当中，从

而避免错失外部机会窗口（Svahn et al, 2017）。

1.2.3 重构能力

重构能力指组织在内部积极培养敏捷响应、创业心态的企业文化，同时在外部广泛地拓展生态系统（Day

et al, 2016）。感知能力有助于创造和发现机会，整合能力有利于规划和布局，但是，企业需要重构能力实现战略

变革的全部内容（Karimi et al, 2015; Teece et al, 2017）。具有较强重构能力的科技型企业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

神，在新技术融合、组织架构调整，甚至对在淘汰落后资源方面均具有良好表现（Overby et al, 2006）。Aspara等

（2013）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转型活动，不仅需要引入数字动态能力，而且需要持续

地与外部环境相匹配。重构能力支持现有企业持续战略更新资产和组织结构，以确保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做

出响应（Teece, 2014）。企业重构能力越高，则资源匹配效率越高，更有可能完成数字化转型中的一系列转型活

动，从而获取先发优势（Eisenhardt et al, 2007）。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外部事件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两个维度，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图1）。

1.3 前因条件的复杂关系

数字化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其中内部和外部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影响着

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竞争优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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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方面，学者们遵循Teece（2007）等的观点，即组织是一个体现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组织。企业通过利

用资源和能力来建立一套能力，并在其所在的市场中创造独特的定位。而且，Weerawardena等（2007）强调动态

能力的形成方式是由公司内部的人决定的，组织成员的感知反馈决定其如何利用和重构公司内部的资产。因

此，在一套动态能力中，各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撑，进而完成对嵌套资源和能力的培育、重组和重构

（Weerawardena et al, 2007; Chang et al, 2023）。与此同时，外部因素的冲击叠加在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中起到重要

作用。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引发了社会、制度和认知等方面的深刻变化（Verhoef et al,

2021; 王玉荣等, 2022）。这些变化之间同样是相互影响，共同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影响。企业需要关注这些变

化，并相应地调整战略，包括对员工进行培训、组织文化的转变以及对新兴技术社会影响的认知。

内部动态能力与外部事件冲击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这一融合分析强调内外因素的相互促进关系（王玉荣

等, 2022）。企业通过内部动态能力灵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外部环境的冲击也可能激发企业内部的创

新和变革，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余江等, 2015）。在数字化转型中，资源组合和能力构建至关重要。企业

需要谨慎选择最佳的资源组合，将内外因素融合，以构建具有适应性和创新性的能力（Warner et al, 2019）。这涉

及有效管理内部资源，并根据外部变化调整战略，以保持竞争优势。通过整合内外因素，企业能够更全面地理

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关系，为取得成功提供更为有效的战略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涉及外部事件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驱动机制，适合采用非

线性的组态视角进行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通过布尔运

算和集合关系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将每个案例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找出前因条件组合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Ragin，2008），适合应用于本研究的研究情境。此外，fsQCA研究方法对案例总体充分同质性、总体内最大异

质性的要求，可以实现案例之间的外部有效性。

2.2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自陈式调查问卷，根据答题者填写数字化转型、事件冲击和动态能力问卷，分析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内在路径。数据采集时间在 2020年 2月—3月，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和企业的生产生活方

式发生大幅度改变，对数字化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快速提升。样本科技型企业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一是样本企业设有具备创新能力的技术部门或者团队，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

背景下，内部动态能力更强的企业，可以更敏捷地响应技术、市场和政策的事件冲击，从而更显著地反映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水平。

图1 理论模型示意图

内部动态能力

外部事件冲击

市场冲击

技术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政策冲击

组态效应

数字化转型

非高数字化转型

高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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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择的调研对象是科技型企业，第一，科技企业一般具有轻资产的特点，相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能

够更快地进行战略调整和数字化转型。第二，科技型企业对外部环境比较敏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感知到外部事

件冲击，并根据外部事件冲击作出相应的调整。第三，科技型企业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在受到外部事件冲击

时，可以利用机会窗口，具备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此外，为了避免企业自身数字化业务可能带来的选择性

偏差，本研究将大数据、云计算和数字平台等以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为主业的“天生数字化”企业排除在外。

本研究最终发放问卷 275份，去除填写倾向性明显、问卷无差异规律等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07

份，回收有效率为 75.63%。样本的特征统计如表 1所示，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样本企业在产权性质、成立

时间、地域分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2.3 变量测量

2.3.1 数字化转型

Nwankpa等（2016）最早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测量量表，为了使量表更加适用于中国制造业，Chu等（2019）

对量表进行了修订，本研究借鉴Chu等（2019）提出的关于数字化转型量表，具体包括3个问题，修订后量表信度

为0.751。

2.3.2 外部事件冲击

Morgeson等（2015）最早提出了系统事件冲击的概念。王玉荣等（2022）结合专家座谈和管理者访谈，构建

包含技术、市场和政策三个维度的量表。其中技术事件冲击和市场事件冲击包括 4个题项，政策事件冲击包括

3个题项，共11个题项。

2.3.3 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采用Wilden（2013）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对机会感知、资源整合和组织重构三个维度，原量表信

度系数为0.89。本研究动态能力测量量表包含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和重构能力三个维度，各对应4个测量题项，

共计12个题项。

2.4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量表数据对各个变量进行测量，然后通过数据加总得到变量得分。在开展实证分析之前，需要

对数据信效度进行分析。

首先，考虑到本研究使用自陈式问卷对变量进行测量，受到答题环境和个人情绪波动影响，可能导致数据

的同源变异偏差。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来对共同方法变异偏差进行检验，具体方法是将所有测量题

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设定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抽取方法，在未对因子进行旋转的情况下，得到7个公因

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4.39%，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21.93%，小于总方差的50%，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变异偏差。

其次，使用 Cronbach's α系数

检验数据的信度，事件冲击、动态

能力和数字化转型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13、0.782 和 0.539，

其中事件冲击和动态能力信度系

数大于0.6，具有良好的信度，受样

本量和测量题项数量的影响，数

字化转型信度系数略低，但属于

合理范围。

最后，本研究对数据进行效

度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所有变

量的CR值均大于0.7，数据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所有题项在对

类别

成立时间

企业性质

行业分布

特征

早于1990年

1991—2000年

2001—2010年

2011年以后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中外合资

外资企业

其他

高新技术产业

传统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样本数

41.0

38.0

65.0

63.0

137.0

39.0

19.0

8.0

4.0

108.0

24.0

60.0

15.0

占比/%

19.8

18.4

31.4

30.4

66.2

18.8

9.2

3.9

1.9

52.1

11.6

29.0

7.2

类别

地域分布

营业收入

特征

华东

华北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小于100万

101万~500万

501万~1000万

1001万~5000万

5001亿~1亿元

大于1亿元

样本数

70.0

39.0

25.0

38.0

17.0

6.0

12.0

23.0

37.0

39.0

32.0

37.0

39.0

占比/%

33.8

18.8

12.1

18.4

8.2

2.9

5.8

11.1

17.9

18.8

15.5

17.9

18.8

表1 样本特征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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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量上的负荷均大于 0.5，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内聚效度（Bagozzi et al, 1991）。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

于该变量所在的行和列（见表3），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2和表3）。

2.5 变量校准

在 fsQCA分析中，每一个由数字转型、外部事件冲击和动态能力构成的案例都是一个集合。通过校准，本

研究将不同类型的数据转换到[0, 1]取值范围（Schneider et al, 2012）。参考杜运周等（2017）的直接校准法，选择

分位数作为校准点，即数据的 95%、50%和 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 3个校准点。对于李

克特量表数据，可以直接采用最大值、最小值和中间值的方法来校准。然而，考虑到变量是若干题项的均值，极

少存在最大最小值，同时为了排除极值的影响，本文选择 95%和 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锚定

变量

事件冲击

动态能力

数字化转型

维度

技术冲击

政策冲击

市场冲击

机会感知

资源整合

组织重构

ITEM

行业技术变革非常快

行业内技术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高

技术的颠覆性发展带来了大量创新的产生

未来几年技术发展方向很难预测

行业内产品更新速度很快

竞争者行为很难预测

顾客需求的变化非常快

市场的竞争程度越来越强

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补贴力度较大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税收制度支持越来越多

政府出台的行业制度变化很快

企业对所处行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能够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企业经常跟踪和再挖掘顾客需求或潜在的顾客需求

企业密切监控竞争对手的动向

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企业从外部获得的新知识能够在企业内部充分共享

行业信息或市场信息能够在企业内部广泛地传播

企业能够有效利用属于不同技术或应用领域的知识

企业从外部获得的新知识能够与企业现有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

企业能够适时地调整企业内外关系网络和网络沟通方式

企业能够适时地对已有的工作流程和程序进行再设计

企业能够放弃企业拥有的已经过时的资源或知识

企业为实现目标能够使用新的方式来替代现有方式

公司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优化业务流程

公司通过整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以推动变革

公司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产品和服务

信度

0.61

0.78

0.54

负荷

0.70

0.73

0.69

0.51

0.81

0.80

0.77

0.70

0.58

0.56

0.77

0.55

0.68

0.66

0.68

0.79

0.71

0.66

0.71

0.69

0.65

0.70

0.58

0.72

0.65

0.79

AVE

0.44

0.63

0.43

0.42

0.51

0.45

0.52

CR

0.75

0.84

0.75

0.74

0.81

0.77

0.77

表2 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数字化转型

技术冲击

（0.663）

0.332**

0.006

0.425**

0.390**

0.535**

0.378**

市场冲击

（0.794）

0.073

0.441**

0.496**

0.258**

0.395**

政策冲击

（0.656）

0.042

-0.086

-0.081

-0.066

感知能力

（0.648）

0.493**

0.487**

0.481**

整合能力

（0.714）

0.420**

0.481**

重构能力

（0.671）

0.573**

数字化转型

（0.722）

表3 变量相关系数表

注：**表示P<0.01，对角线为AVE的平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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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此外，根据变量取值分布的直方图来看，多数变量

符合正态分布，且其他变量分布也是两侧基本对称，且

趋于正态分布的，因此可以使用分位数方式来进行校

准。因此，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方法，对数据进行重新

标定（Ragin, 2008），分别使用 95%、50%和 5%分位数作

为校准点。为保留更多的样本和信息，避免处于交叉

点的案例被剔除，本研究将校准后的所有数据增加

0.001（Fiss, 2011），条件和结果校准信息如表4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本研究检验了单个条件及其非集对高数字转型和

非高数字转型的必要条件，结果如表所示。结果显示，

各条件对高效率和低效率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不

存在必要条件（Schneider et al, 2012），即单个条件并不

能形成企业高数字化转型或低数字化转型（表5）。

3.2 组态充分性分析

进行前因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探索本研究涉及

的6个前因条件构成的组态集合，是否为高数字化转型

或非高数字化转型集合的子集。构建真值表过程中，

为区分组态是否通过模糊集和理论的一致性，本研究

将一致性设定为 0.8。考虑到本研究案例数较多，在充

分考虑保留样本数和结果有效性的情况下，研究将案

例频数阈值设置为2（杜运周等，2017）。

比例减少不一致性（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是子集关系一致性的替代测量，可用来筛

选真值表，较高的 PRI 值可以有效降低矛盾组态，而低于 0.5 则会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Greckhamer et al,

2018）。结合已有研究的做法和本研究PRI值的“自然中断”（杜运周等，2017），在对高数字化转型和非高数字化

转型进行前因条件组态分析中，均将PRI门槛值设置为0.75。为了探究研究前因条件关系，研究设定选择“存在

或缺席”（Schneider et al, 2012），并且基于标准化的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对比同构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

关系，识别出高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核心前因条件和边缘前因条件（杜运周等，2017），分析结果见表6。

变量

技术冲击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重构能力

高数字转型

一致性

0.75

0.57

0.73

0.58

0.63

0.67

0.76

0.57

0.78

0.55

0.81

0.52

覆盖度

0.73

0.54

0.73

0.53

0.59

0.66

0.75

0.53

0.76

0.51

0.77

0.51

非高数字转型

一致性

0.55

0.74

0.53

0.75

0.68

0.60

0.53

0.77

0.52

0.77

0.54

0.77

覆盖度

0.58

0.76

0.58

0.75

0.69

0.63

0.57

0.77

0.55

0.79

0.55

0.82

表5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和结果

数字化转型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校准锚点

完全隶属

6.67

6.50

6.50

6.00

6.50

6.50

6.50

交叉点

5.67

5.50

5.00

4.50

5.50

5.50

5.75

完全不隶属

4.00

4.10

2.20

2.50

4.00

3.75

4.25

表4 条件和结果校准信息

前因条件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数字转型

S1a

●

●

●
●

0.52

0.07

0.92

0.91

0.60

S1b

●
●

⊗
●
●

0.30

0.01

0.95

S2a

●

⊗
●
●
●

0.42

0.05

0.95

S2b

●

⊗
●
●
●

0.40

0.01

0.96

非高数字化型

S3a

⊗

⊗
⊗
⊗

0.50

0.06

0.92

0.91

0.57

S3b

⊗
⊗

⊗

⊗
0.38

0.02

0.95

S4a

⊗

●

⊗
⊗
⊗

0.40

0.03

0.95

S4b

⊗
⊗
●

⊗
⊗

0.38

0.02

0.94

表6 数字转型组态分析结果

注：●=核心前因条件存在；⊗=核心前因条件缺失；●=边缘前因条件存在；⊗=边缘前因条件缺失，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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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高数字化转型结果分析

根据表 6结果显示，通过外部事件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组态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四条等效路径。其中，

S1a和S1b，S2a和S2b分别形成二阶等价组态，即具有相同核心前因条件（Fiss, 2011）。单个组态和总体的一致

性均超过临界值 0.9，表明 4个组态总体上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充分前因条件。下面详细分析每一种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

组态S1a中，以高市场冲击、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高技术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可以

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组态S1b中，以高市场冲击、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高政策冲

击和非高感知能力为边缘前因条件可以引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S2a中，以高感知能力、高整合能力、高重构

能力以及非高政策冲击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高技术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组态 S2b

中，以高感知能力、高整合能力、高重构能力以及非高政策冲击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高市场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

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从单个组态前因条件（横向）来看，企业的整合能力和重构能力，在所有数字化转型路径中都作为核心前因

条件存在，无论是何种原因引发的数字化转型，都需要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对组织架构和战略定位进行重

新配置。市场冲击是其中两条路径的核心前因条件，感知能力是另外两条路径的核心前因条件，市场冲击和感

知能力作为引发数字化转型的原因，两者具有互补性，即要么市场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需求，企业顺

应市场变化开展数字化转型；要么企业对数字化技术或市场需求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感知到外部变化后开展

数字化转型。

3.2.2 非高数字化转型结果分析

表6结果显示，外部事件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导致企业非高数字化转型有四条等效路径，其中，S3a和S3b，

S4a和S4b分别形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单个组态和总体的一致性均超过临界值0.9，表明4个组态总体上构成了

企业非高数字化转型的充分前因条件。S3a和S3b结果表明，非高市场冲击、非高感知能力和非高重构能力为

核心缺失前因条件，S3a是以整合能力为边缘缺失前因条件，组态S3b是以技术冲击为边缘缺失前因条件。S4a

和S4b路径均以非高技术冲击、非高整合能力和非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缺失，其中，S4a是以政策冲击为

边缘前因条件存在、以感知能力为边缘前因条件缺失，组态S4b以政策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存在、以技术冲击为

边缘前因条件缺失。

3.3 稳健性检验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通过改变案例数、调整PRI一致性阈值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杜运周等, 2017），首先，减少

案例数，通过（1,99）截尾处理，剔除极端值后重新构建

真值表进行分析；其次，增加案例数，将调整案例数阈值

调整为 1增加参与分析的案例数。最后，提高 PRI一致

性阈值，将 PRI门槛值从 0.75提高到 0.8，得到新的组态

分析结果（见表 7）③。结果显示，去掉极值之后，得到了

更加具有一般性的路径，rS1是 S1a和 S1b并集的子集，

且其核心条件是S1a和S1b核心条件的交集的子集。增

加案例之后，得到的路径更具有包容性，rS2a 是 S1a 和

S1b的并集，S2a和S2b的交集是 rS2b的子集。提高PRI

一致性阈值后，得到的路径更加具体，rS3 为 S1a 和 S1b

的并集，rS4a和 rS4b是 S2a和 S2b的子集。以上结果表

明，本研究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Schneider et al, 2012）。

3.4 异质性分析

从产权性质来看，本研究样本包含民营、国有和外资等异质性企业，由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经营理念、

决策方式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他们对数字化转型的倾向也存在差异（倪克金等, 2021）。因此，本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前因条件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数字化转型

减少案例数

rS1a

●

●

●
●

0.51

0.51

0.92

0.92

0.51

增加案例数

rS2a

●

●
●

0.57

0.20

0.91

0.91

0.62

rS2b

●

⊗
●
●
●

0.41

0.05

0.95

提高阈值

rS3

●
●
●
⊗

●

●
0.27

0.07

0.96

0.94

0.51

rS4a

●

⊗
●
●
●

0.42

0.05

0.95

rS4b

●

⊗
●
●
●

0.40

0.02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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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样本进行前因条件组态分析，

对比其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差异。考虑到本研究关心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在异质性分析中只呈现高数字

化转型结果。

异质性分析的真值表构建过程中，本研究依然将一

致性设定为0.8，而案例频数阈值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结

合已有研究的做法和本研究 PRI值的“自然中断”（杜运

周等, 2017），设定不同子样本的案例频数阈值和 PRI

值。具体而言，民营企业样本有 137 个，分析将案例频

数阈值设置为 2，将 PRI 值设置为 0.75；国有企业样本有

39 个，为尽量多地保留分析样本，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

为 1，设置PRI值为 0.79；外资企业样本有 27个④，为尽量

多地保留分析样本，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 1，设置 PRI

值为0.89。组态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表 8结果显示，通过外部事件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 7条等效路径，所有路径的

单个组态和总体的一致性均超过临界值 0.9，表明上述组态总体上构成了所对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充分前因条

件。其中，民营企业S6a和S6b，国有企业的S7a和S7b分别构成二阶等价组态。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 3条

路径，组态S5中，以高市场冲击、高政策冲击、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以低感知能力为边缘

前因条件缺失。组态S6a中，以高市场冲击、高感知能力、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存在，以低

政策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而组态S6b中，以高市场冲击、高感知能力、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

件，以高技术冲击为边缘前因条件构建数字化转型路径。组态S7a中，以高技术冲击、高整合能力和高重构能力

为核心前因条件，以低政策冲击和高感知能力作为边缘前因条件。在组态S7b中，以高技术冲击、高整合能力和

高重构能力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高市场冲击和高政策冲击作为边缘前因条件，构建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路

径。外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 2条路径，在组态S8中，以高整合能力、高重构能力和非高政策冲击为核心前因

条件，以高技术冲击和高感知能力为边缘前因条件。在组态S9中，以高重构能力、非高技术冲击和非高政策冲

击为核心前因条件，以非高市场冲击、非高感知能力和非高整合能力为边缘前因条件，构建了外资企业外部强

制推动转型路径。

4 进一步讨论
通过对外部环境冲击和内部动态能力引发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分析，本研究得到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的基本路径，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路径，结合分析结果，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作

进一步讨论。

4.1 数字化转型模式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会受到自身能力和市场推力的影响，祝合良等（2021）借鉴推拉理论，构建数字化转型

的模型，强调数字化转型是由内在推力和外在拉力两种力量推动，前者强调自身技术能力和发展模式，后者依

赖治理模式和外部保障。杨卓凡（2020）研究发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包括由社会动因主导的倒逼模式和

由创新动因主导的增值服务模式。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将企业数字转型模式分为企业感知主动转型两

类和市场推动被动转型。

4.1.1 企业感知主动转型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企业赋能效应日益显现，数字技术的自生长性、融合性、模块化等特征，不断

突破企业管理的底层逻辑（Nambisan et al, 2019; 陈冬梅等，2020; Cennamo, 2021），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追赶和进

步提供了机会窗口（柳卸林等, 2020）。以S2a、S2b为代表的转型路径中，在外部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科技型

企业通过对外部市场的感知外部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并通过整合和重构内外部资源，触发数字化转型来应对

前因条件

技术冲击

市场冲击

政策冲击

感知能力

整合能力

重构能力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民营企业

S5

●
●
⊗
●
●

0.31

0.04

0.96

0.93

0.56

S6a

●
⊗
●
●
●

0.41

0.01

0.94

S6b

●

●

●
●
●

0.49

0.05

0.94

国有企业

S7a

●

⊗
●

●
●

0.44

0.19

0.97

0.98

0.57

S7b

●
●

●

●
●

0.37

0.13

0.96

外资企业

S8

●

⊗
●

●
●

0.33

0.07

0.97

0.98

0.48

S9

⊗
⊗
⊗
⊗
⊗
●

0.41

0.15

1.00

表8 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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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确定性（戚聿东等, 2020; Matarazzo et al, 2021）。这一转型模式强调企业的自主能力，是一种市场化转型

的行为，企业通过自身动态能力，感知外部技术变化和市场需求，而政府主要为企业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因

此，无论是数字化技术的出现，还是市场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均会引发企业数字化转型。

4.1.2 市场推动被动转型

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强了用户和市场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戚聿东等, 2020），市场对数字化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必修课”（Verhoef et al,

2021; 戚聿东等, 2020）。特别是对于没有能力提前布局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数

字化转型满足市场需求（Scuotto et al, 2021）。因此，以S1a、S1b为代表的转型路径中，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企

业对数字化转型趋势进行感知和判断不再重要，而是需要及时调整内部资源和战略方向，满足市场对数字化的

需求。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缩小企业之

间的数字鸿沟（Scuotto et al, 2021），这些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命题 1：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两种模式，前者是企业通过感知外部数字化因素变化主

动开展转型，后者则是市场对数字化的需求发生变化推动企业转型。

4.2 数字化转型特征分析

本研究根据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组态分析，得到了各类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分别呈现异质性特征。

4.2.1 市场导向数字化转型

针对民营企业的分析得到两组组态，均呈现出市场导向的典型特征。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并伴随市场化改革不断发展壮大。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般体量

较小，国家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减免税负方面，缺少数字化转型的针对性支持（黎文靖等，2016），从企业创新能

力追赶过程来看，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资源约束，只能从开放市场中获取资源（江诗松等，2011），这些因素导致

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感。综合来看，民营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市场对数字化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通过整合内外部知识和资源，调整企业战略和组织架构，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市场对数字化需

求发生变化时，政府政策引导和企业感知能力作为转型的“导火索”，引导企业开展转型。

命题2：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行为，通过动态能力实现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市场需求。

4.2.2 技术引领数字化转型

国有企业的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术引领特征。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

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这就要求国有企业既具备盈利的经济属性，又兼顾稳定市场和

民生的社会属性（戚聿东等，2021）。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中扮演

重要角色，同时，国有企业具备创新资源优势，具有更强的创新资源整合能力（李政，2022），保障了其对数字化

转型中的技术引领能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体现国有企业双重属性（戚聿东等，2021），其经济属性表现

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外部技术冲击激发转型，同时需要自身整合和重构能力开展转型；其社会属性表

现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市场冲击并不敏感，同时，当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适应数字化技术发

展，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示范作用，引领并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进程。

命题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既要适应市场，又要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4.2.3 全球视野数字化转型

外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明显不同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外部环境冲击都不是外资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核心前因条件，其数字化转型往往是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决策。外资企业一般具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技术和信息优势，能够更加精确地作出数字化转型决策，可能具备在其他国家数字化转型的经验。Gupta等

（1991）将跨国企业子公司分为全球创新者、地区创新者、执行者与整合者四种类型，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

同类子公司之间也存在差异。全球创新者和地区创新者，整合本地和全球资源，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而执行

者和整合者则会在母公司推动下被动转型。

命题4：外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全球视野，依托国际市场信息优势，促使其更早地开展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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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字化转型特征与路径的关联分析

前文根据组态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数字化转

型模式和特征组合，最终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六条

路径（见图2）。

4.3.1 市场导向的主动转型路径

市场导向的主动转型路径的特点是企业在没有

政策事件冲击的情况下，根据市场对数字化需求的判

断，自主地开展数字化转型。这种路径适用于规模较

大的传统企业，他们通常在面对同质化竞争、成本上

涨等市场压力时，选择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

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小米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科技型民营企业，成立于 2010年。在成立初

期，通过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准确判断消费者对高性价比智能手机和智能硬件的需求，快速获得市场份额并获

得了用户的认可，成为一家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公司。秉承着持续创新和迭代的原则，小米推出的产品不仅满足

了基本功能，还结合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特点，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孙新波等, 2022）。例如，小米在智能手机

中引入了自家的MIUI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界面和功能。此外，小米以智能家居领域为重点，构建

了全面的智能生态系统。他们通过推出智能家居设备，如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智能家居控制中心等，实现了

家庭中各种设备的数字化互联。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市场导向的主动转型路径，企业主动利用市场需求，探索

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实现了价值创造（孙新波等, 2022）。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导向的主动转型路径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企业可能在判断市场需求时存

在误判，导致投入资源后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次，数字化转型涉及多个方面，从技术到组织变革，企业需要

在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面临一定挑战。因此，尽管市场导向的主动转型路径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但企

业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4.3.2 市场导向的被动转型路径

市场导向的被动转型的特点在于企业在面临市场事件冲击，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时，由于自身能

力有限，被动展开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通常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协助，以实现数字化转

型。特别适用于传统制造业等中小型企业。

以浙江省新昌县为例，作为国家首批创新型县（市），新昌县政府在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新昌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引导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形成了以“小县城，大创新”的“新昌

模式”。2013年，县政府敏锐捕捉到数字转型的必要性，率先在轴承产业、纺织产业等领域开展“机器换人”行

动。乡政府联合企业、金融机构和高校等部门，在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给予其数字化转型支持，顺利推动了科技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市场导向的被动转型路径，企业在市场事件冲击下，通过政府的协

助，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杨伟等, 2020）。

然而，市场导向的被动转型路径也存在一些限制。首先，中小企业可能在数字化转型能力方面存在局限

性，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资源和支持。其次，政府引导和协助虽然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但需要保

持适度干预，避免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因此，尽管这种路径有助于中小企业应对市场挑战，但政府和企业在合

作中需要寻求平衡，确保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和成功性。

4.3.3 技术引领的主动转型路径

技术引领的主动转型路径要求企业时刻调动感知能力，关注行业技术事件冲击。通过对数字化发展趋势

的研判，掌握最新技术动态，及时调整战略，实现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情境下，一些国有企业承担着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的使命责任，通过将技术引领与主动转型相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戚聿东等, 2021）。

以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公共服务使命，是中国最大的综合信息服务运

营商之一。中国电信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展现了技术引领的主动转型路径特点。中国电信一直密切关注信息通

图2 六种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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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业的技术事件冲击，特别是在5G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背景下。他们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

积极参与5G技术的研究和标准制定，以保持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们的关注和参与使得企业能够及时把

握技术发展趋势，为数字化转型做好准备。例如，他们通过 5G技术提供更快速、稳定的通信服务，并开发了一

系列基于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应用。中国电信不仅关注技术趋势，还时刻感知市场需求的变化。例如，在

数字化转型中，他们积极推动企业从传统通信服务向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转变，以适应用户对数字化服务不

断增长的需求。

技术引领的主动转型路径需要具备相关前因条件。首先，企业需要具备敏锐的技术感知能力和研判能力，

以便准确把握技术趋势和事件冲击。其次，技术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承担一定的

风险。因此，尽管技术引领的主动转型路径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但企业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风险和不

确定性，确保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

4.3.4 技术引领的被动转型路径

技术引领的被动转型路径是企业在面对政策事件冲击时，为了承担国家使命和责任，开展技术攻关，从而

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这种路径强调对先进技术的研判，同时需要依赖政府相关政策的部署。

作为国家的航天领域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具有重要的国家使命和责任。在面对航天事业发

展的外部政策事件冲击时，他们不仅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还主动承担起了推动航天技术发展的重要角色。这

种国家使命和责任的驱动使得他们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更关注国家的科技进步。

他们将先进的数字技术引入航天领域，实现数字化在航天制造、运营、监测等各个环节的应用。通过开发"互联

网+管理创新"商业模式，他们提高了航天系统的效率、准确性和安全性，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陈劲等, 2017）。此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依赖国之重器政策的部署，科技研发投入政策也为其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

该案例充分展示了技术引领的被动转型路径。企业不仅通过技术攻关提高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在政

策的推动下，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航天行业提供数字化升级的解决方案。但是，技术引领的被动转型路径

导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过于依赖外部因素，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且，技术攻关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企业需要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面对挑战。

4.3.5 全球视野的主动转型路径

全球视野的主动转型路径是跨国企业在依托信息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预测本土数字化场景的需求变化，通过

在适当的时机开展转型，抢占先机。通常在本地政府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时，这些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

以西门子为例，作为一家工业互联网跨国企业，从 2001年开始，西门子通过大规模并购活动，在意大利、美

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逐步展开全球范围的数字化转型，于 2016年推出了Mind Sphere互联网平台。在中

国，西门子也是工业数字化领域的引领者，早于国内很多本土企业开始布局，根据中国市场需求调整战略，早早

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并且目前致力于为本土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乌力吉图等，2021）。

全球视野的主动转型路径的限制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跨国企业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策、文

化等方面考虑多种因素，确保转型策略的适应性。其次，全球范围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需要更大的资源投入，同

时也要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压力。因此，虽然这种路径有助于抢占先机，但企业需要谨慎考虑多方面的因

素，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施。

4.3.6 全球视野的被动转型路径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其子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存在差异。在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缺乏市场事件和政策事件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通常为了响应集团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以搭便车的方式，复制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实现数字化转型，这种模式属于全球视野的被动转型路径。

以金风科技为例，该企业主要从事风力发电设备的研发、生产和服务业务。从2015年开始，金风科技启动数字

化转型，其总部建立了全球监控中心，用于监控和预警。对于其海外子公司而言，它们主要执行母公司的数字化战

略。例如，在销售数字化风电机组和定制化解决方案方面，海外子公司执行总部的数字化战略（李飞等, 2019）。

··102



第01期 环境驱动还是内生变革？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文化和法规有所不同，复制性转型可能会面临适应性问题。如果

子公司仅仅是简单地执行总部的数字化战略，可能会忽视本地的需求和差异。因此，企业需要在跨国子公司的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平衡集团战略和本地实际情况，确保转型的有效实施。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的角度，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

模型，利用 fsQCA方法分析207份调查问卷数据，探究了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机理，并得到一系列结

论。首先，在外部事件冲击和动态能力的交互作用下，企业一般数字化转型路径包括企业感知主动转型和市场

推动被动转型两种，前者是企业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自主转型，后者是企业为适应市场变化而“不得不”进行

转型。其次，不同企业类型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存在差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行为，通过

动态能力实现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市场需求。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既要适应市

场，又要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外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全球视野，依托国际市场信息优势，在本地数字化转

型尚未兴起或萌芽状态便开始转型。此外，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与企业类型，本研究总结出六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并通过案例素材进行实践说明。

5.2 管理启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不仅在丰富和拓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一定贡献，同时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

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启示。对于企业而言，在数字化革命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门“必

修课”，而本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选择机会窗口以及如何更好实现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战略参考。第一，企业应

根据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变化，选择合适时机开展数字化转型。一般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主动转型和被

动转型，前者要求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做出反应，获取领先优势；后

者则是数字化转型前因条件相对成熟时，依托外部技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成本。第二，企业有必要不

断提升自身的动态能力，特别是对组织资源和结构进行重构的能力。根据本研究结论，重构能力是企业实现数

字化转型的路径中的必要前因条件，提高企业对资源的管理和转化能力，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随时对

组织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同时，感知能力和整合能力也是保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因素。第三，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带来了转型路径的差异，民

营企业由于缺少政府背景和海外资源，一般选择相对保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国有企业则在数字化转型中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外资企业可以依靠海外经验和信息优势，提前部署数字化转型。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予充分关注和保障，促进企业稳定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政

府通过研判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出台稳定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

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政府对数字化转型明确且一致的政策，对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稳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数字化转型疑虑，降低其转型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供帮助。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投入资金升级设备，还需要调整业

务流程和战略规划，对于部分中小企业是一项挑战。政府可以联合科技服务公司，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帮

助，包括数字化转型补贴、战略咨询和流程再造等，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在事件冲击理论和动态能力分析的基础上，并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贡献。同时，鉴于

主客观因素，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框架，综合多种数据和方法，以更深入地探索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和变化规律。首先，由于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多样，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理论

分析和多个实例案例，更加全面地挖掘科技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驱动机制，以及内外部影响因素之间区

别与联系。其次，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未来可以考虑采用纵向数据分析方法，收集不同时间节点

的数据，以揭示数字化转型在不同阶段的演化和变化规律。最后，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特性和发展阶段等因素

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综合地考虑相关因素，以更全面地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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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摘自：新华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02-27。

②摘自：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1 页。

③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了高数字化转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非高数字化转型结果同样稳健。

④外资企业包括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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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92, China)

Abstract: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which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its

own capabilities, but also affected by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action. Internally, dynamic cap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ternal factors are also crucial,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tech-

nology, chang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adjustments to policies.

To sum up, dynamic capability emphasizes that enterprises perceive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to the

outside, but how enterprises percei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Therefore, by

combining event system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research divides external impact changes into three di-

mensions: technology, market and policy, and then concretizes the enterprise's perceive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capabilities,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ath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since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s determines enterprise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and decision-making method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condenses the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perty rights nature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iven that technology companies typically possess light asset structur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external environment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can adapt more rapidly through strategic adjustments and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 as its. This research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fi-

nally obtains 207 valid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his re-

search analyz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hocks and in-

ternal capabiliti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nlike traditional analysis methods that rely on linear or multivariate relation-

ships, which often struggle to capture the complex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elements, fsQCA leverages set theory and

Boolean operations to uncover intricate interaction patterns between variables. This approach enables a systematic explora-

tion of how external shock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interact,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dri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several key findings. Firs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event shock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enterprises generally follow tw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s: active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enterprise perception and pas-

sive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market pressure. The former refers to enterprises independently initiating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latter involves enterprises being compelled to transform to

adapt to market changes. Seco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s differ across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For private en-

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ypically market-driven, achieved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meet market deman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exhibit dual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

ly adapts to market needs but also serves as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model. Meanwhil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take a global perspective, leveraging their information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ir local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often begins at an early stage or while still in its infancy.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identifies six specific paths of enter-

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motivations and types of transformation. These paths are further illustrated using

case studies to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ent shock; dynamic capability; restructuring capability; heterogeneity of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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